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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次工作坊邀请亚洲基金会国际发展合作高级主任安西亚·穆卡拉(（Anthea Mulakala)作为主讲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知识发展中心综合处处长周太东作为点评嘉宾，讨论地缘政治如何影响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西方”援助和南南合作模式，分析当前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动态对亚太关键地区的发展合作产生的影响。工作坊由南南学院研究办公室主任査道炯教授主持。



亚太地区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与发展合作
[bookmark: _GoBack]（主讲嘉宾：安西亚·穆卡拉 Anthea Mulakala）


一、传统援助模式的历史

援助始终是历史上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工具之一。20世纪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援助主要是帮助被殖民国家应对社会发展落后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尼西亚、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等被殖民国家争取到了独立，并开始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

1944年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将西方的援助模式制度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成立，使援助成为前殖民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一种手段。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斗争的不断扩张，促使大国将发展合作的机会作为提升软实力的政治工具。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双边捐助主体开始在发展不足中挣扎的农村地区推进一揽子经济改革，促进完善的国家宏观经济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建立，构建开放的世界贸易。民主援助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等国家外交政策的关键。2000年以后，援助与合作的重点转向了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新型援助：南南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 南南合作的推进

南南合作与传统西方援助模式同时兴起。1955年，南南合作的基础在1955年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奠定。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时至今日仍为南南合作的实践提供了基本思路。1961年成立的不结盟运动则进一步为南方国家间开展合作提供了更大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

在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南南合作从有经济互补性的跨国投资和手工业合作起步，逐渐演变为涵盖基础设施、技术转移、智库合作等多领域的，更加全面的协作关系。相比于专注成员国间的经济促进（例如亚太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科伦坡计划等区域合作框架），探索合作的新模式，推动治理的良好实践，从而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成为南南合作的重点。在2000年前后，传统援助模式与南南合作的模式出现显著差别，这些差异也构成了南南合作的新特点。

- 南南合作的新特点

从根本上来说，南南合作与传统援助模式有着不同的思考方式与援助逻辑，这使得两种援助模式对发展与合作本身给出了不同定义，这些与援助国和受援国背后的历史、地域和文化因素密不可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2000年以后， 西方援助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影响力逐渐减弱，这与中国和全球大部分南方国家的经济崛起形成了有力呼应。中国不断扩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与日益活跃的投资行为也催生出了一些或显性或隐性的遏制战略。比如美国、法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欧盟、韩国和加拿大等多管齐下，出台印太战略，将与中国的关系定性为竞争和合作并存；2022年6月宣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计划在未来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与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存在诸多重合。

由于政治驱动力近年来对南南合作的影响力不断加深，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通过多边机构平台深化和扩大合作、利用代表权寻求在南南合作过程中的主动性，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南方国家的共同诉求。

三、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小岛屿国家地区案例分析

- 东南亚地区

总体上讲，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一区域的基础设施质量得到提升，东盟成员国之间倡导去中心化也确保了东南亚国家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能够从不同的合作伙伴处获得最大的发展利益。


- 南亚地区

印度几十年来作为南亚地区发展的主导力量，虽然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政治和安全关系长期紧张，但也一直坚持“邻里优先”政策。近年来中国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导致印度的不满与警惕，但许多国家的执政领导人与中国的关系更为亲密。美国在南亚的影响力虽然有限，但仍然至关重要。总体而言，在南亚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下，发展战略的对冲可能带来更高的风险，影响民众的长效发展和利益。

- 太平洋地区小岛屿地区

该地区经常被视为全球和区域政治的边缘地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迄今为止该地区最大的援助国。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参与也大幅上升，与澳大利亚形成了互补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安全是太平洋岛屿地区的主要关切，中国和美国分别任命该地区的使，标志太平洋岛屿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点之一。实际上，气候变化是这一区域最大的安全威胁。健康安全是太平洋岛屿面临的另一个最紧迫问题。大国竞争虽然可以为太平洋岛国提供推动气候变化和解决问题的机会，但其初衷和利益并不一致，且游戏规则可随时更改。


三、建议与分析

竞争虽然提供了选择合作对象、参与国际事务、发出自身声音的机会，但如何掌握战略和资源所有权，从而更加自主的选择发展机会，而不是被迫选边站，也是需要面对的新的挑战。我们建议大国强化与亚太国家的联系，亚太国家也应制定与大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战略。比如借鉴东南亚国家的做法，建立强有力的区域合作组织，帮助国家对提供资源的外部援助者提出条件，使其在基础设施联通、经济复苏和区域发展倡议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并且通过合作，确保伙伴国从援助国的竞争中获得最大效益。


点评嘉宾：周太东

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涵盖了新冠疫情、地缘冲突、技术变革等席卷全球的复杂问题，其中许多变化创造了超越国界的机遇。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兴起，以及全球化当前受到的冲击表明，许多国家的注意力转向内部发展，对国际合作更加谨慎。讨论当今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不仅要强调机遇，更要强调如何采取集体行动。
 
合作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利用国家影响力、国际关系和资金流，促进安全目标的实现，并创造新的贸易关系，搭建交流平台。要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地缘冲突等全球挑战，各国加强合作与援助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支持、人道主义问题的消解以及商业经济交往的促进，更广泛全球公共产品将被共享，各国间的友好合作也将得到有效促进。202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援助国已经更加支持受援国自发的改革，优先考虑长期影响。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援助国需要采用更稳定持久的援助模式，帮助受援国进行能力建设。

竞争的日益加剧也催生了更多交流合作机会。本地化改革获得了优先考虑，伙伴关系被重新定义并向更开放与包容的方向发展。这说明竞争可以推动双边和多边伙伴援助战略的创新，从而推动必要的改革。近年来，为应对地缘政治冲突、贫富差距加剧、社会动荡等全球问题，援助国、受援国和发展机构都在寻求发展结构与协调方式的变革，加强援助模式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包容性和互惠性。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优先考虑符合当地需求和国内目标的援助模式，在讨论与改革推行中发挥更多的自主权。

中国尊重不同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将伙伴国家置于发展的主导地位，始终强调发展道路的多元化，主张脚踏实地解决问题，动态调整发展路径，并在合作中灵活适应发展的动态非线性进程。在援助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时，尊重合作伙伴国家的自主权和选择，进行有针对性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与社会公共资源建设；培养当地机构能力，建立更完善的成果数据库，将更多资金投入地方组织；重视当地研究人员的贡献，推进知识和技术转让。同时，在政策一致性方面，在决策中为民间社会的声音留出空间，更好地服务于受援国的发展需求。



精彩问答：

Q：新成立的四国集团和经合组织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与中国一直存在紧密的合作，但是中国本身并不属于经合组织成员国，这样的合作是否会带来竞争，或者产生新的援助合作方式呢？
 
A：不应该以竞争的视角来看待发展援助。首先，四国集团主要聚焦于安全伙伴关系，而经合组织（OECD）则涉及多个领域，并且与中国、印度和其他南方援助国合作都非常密切，其发展援助委员会目前也在思考自身的角色的变化与目标的调整。虽然在合作领域上存在一定趋同性，但每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合作重点。中国和发展援助委员会可以互相学习，在解决紧迫的全球问题方面强调包容性，倡导尊重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让伙伴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合作方式。

Q：地缘政治的影响可以作为像菲律宾这样的小国获得发展援助的杠杆，如何才能减少大国竞争对这种杠杆带来的影响呢？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东盟的强硬战略会对发展援助产生什么影响？东盟主席国如何帮助东盟国家加强合作，避免冲突？

A：在发挥援助杠杆作用时，援助国和受援国都需要小心谨慎。虽然这种做法可以为伙伴国家带来更多选择和机会，但也需要衡量各方面的需求。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共享机制更完整的获取不同国家的信息资源，才能更好地促进受援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双赢。相信东盟主席国和东盟它们将在未来更积极地促进与大国的沟通合作，为成员国带来包括数字技术和经济合作在内的支持。地区组织则可以通过推动合作，促进地区内的交流，传递给伙伴国家的需求。美国新的亚太战略其边界仍然比较模糊，美国的角色仍未得到完全展现，但经济发展和合作作为这个机制的关键要素，需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以促进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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